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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影响农村的内部信任了吗?
———基于农业机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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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讨论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均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信任.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削弱了农

户间的生产协作,但提供了同一地区农户统一机械耕作的协调机会,总体上增强了农村的受

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互联网技术进步缩短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乡

村的封闭性,通过拓宽村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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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出一种立足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

局”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愈远则愈薄[１].建立在血缘、亲缘以及地缘关系的信任关系构成了农村

内部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正在经历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３].伴随着技术进步,中国农村不再单纯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在完善的秩序下安于

其位,而是随着社会转型,出现新的特征,农村传统的文化内涵和运行机制在悄然变化[４].
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包括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人际沟通的网络化

在内的变革力量正在广泛而迅速地重塑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５].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农村,村
民共同建设修缮水利灌溉系统,农业生产活动可互帮互助.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农业机械

技术广泛地运用于农业生产活动,间接弱化农户间在农业种植过程中的劳动协作,进而可能会导致农

村的受限制信任水平下降[６].同时,有学者认为农业机械的采用会使传统农业生产摆脱对畜力和人

力的依赖,进一步减轻单位土地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农民得以从长期繁琐的劳作中解放[７Ｇ８],农民的

闲暇时间随之增长.在闲暇时间中,社会交往活动相对较多且普遍[３],有利于建立基于血缘与地缘的

受限制信任.另一方面,互联网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社会信任模式,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熟人关系网络开

始重组[９].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拉近乡村与世界间的距离,实现“零时空”对
接和交往,打破传统乡村的封闭性[３].张加春指出互联网有利于整合人际信任关系,使人们对更多社

会群体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将更多的陌生人纳入信任网络中[９].特别是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高后,
随着个体与外界接触的广度和频度不断增加,可能会提升农村社会内部的一般性信任水平[１０].类似

地,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利于人们建立起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一般性信任模式[１１],进而

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提升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１２].信任的影响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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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从一般性信任与受限制信任的角度量化信任水平,研究

农业机械化发展与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关系.

　　一、理论分析框架

　　１．信任与农村信任

Greif等将信任划分为受限制信任与一般性信任[１３].受限制信任是指仅对家庭及氏族内部成员

给予信任,置身于家庭氏族以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外人”,它是一种特殊信任,是一种“血亲关系本位”
的信任;而一般性信任则突破了血缘关系,超越个人社会网络,即对陌生人也有一种普遍信任.众多

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的社会.如费孝通指出传统农村是一种熟人

社会,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建立起与亲属关系之外其他人的社会联系,其信任是基于地缘和亲缘关系

之上的[１].乡村居民聚村而居,邻里之间日常有很亲密的接触并且相互帮助,对其有认同心理,知根

知底[３].因此,即使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先天决定的,但人们仍能通过如认干亲、做人情、套近乎

等关系运作,将这种血缘关系进一步扩展、延伸到与自己没有血亲关系的其他人的交往关系之中[１４].
中国人的内外边界是模糊的,且具有弹性,两人之间实质关系的好坏是决定信任强弱的关键因素[１５].
信任的有无及强弱由情感的亲疏厚薄直接决定,从而使中国人信任的群体中,不仅有以血缘关系为纽

带的亲属家庭成员,还包括不具有血亲关系但有亲密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１６].

２．农业机械技术与农村信任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农业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以农业工业化为目标的艰

难转变,其最大特征体现在机器和机器体系对手工工具的取代[１７].农业机械化的采用与农村既有阶

层结构有密切关系,机械化反过来还对农村社会结构具有重塑作用[８].农业机械化直接替代了劳动

力,在减弱劳动强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显著促进了劳动力转移[１８].如今的村

落已演变为“流动的村庄”,乡村社会的熟悉关系依然存续,但构成的主体成员已经发生变迁,大量村

民的生活活动与村落分离[３].孙九霞认为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的,而在与世隔绝

的孤立群体中,不会产生族群认同[１９].群体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需要较长时期的建立,难以建构

但较易被瓦解[２０].而劳动力流动拉开了村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解体的序幕,村落共同体依旧存在

和延续,但村庄的自然边界被打破,村民的社会活动不再集中于村落,对村庄的认同感日益淡薄,集体

意识不断被蚕食[２１].
农业机械化一方面对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且农业机械的发展减少了传统农村中农忙时期村

民之间的相互帮助,但另一方面,在后乡土中国,大多数农户基本维持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

经营.为降低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装备的资金压力,以相对较少的成本获取较高的产出,利用租赁的方

法,使用更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完成农业生产任务是目前农户的普遍选择,机械租赁的采用能有效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２２].在收割时期,村落一般会共同商讨决定收割时

间及承租人,增加村民对集体事务的讨论.同时,机械收割缩短了劳动时间而增加了闲暇时间,进而

可促进村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如与朋友聚会和与亲戚聚会[３].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１:农业机械化替代了农业劳动力,产生劳动经济协作弱化效应,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农村

社会交往、集体事务的讨论,因此,对农村受限制信任的总体影响不确定.

３．互联网技术与农村信任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打开人们对外交往的大门.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农村网民规模达到２．２亿,相比２０１７年增长

１２９１万,年增长率达６．２％.互联网技术拓宽了社会交往,进而对信任度产生巨大影响.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地或间接地)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程度越高,合作也更加容

易[２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质上也是社会网络的拓宽,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的人越容易对他人产生

信任感[５].网络内的信任只是朋友和熟人间的信任,但这种特殊的信任可能为一般性信任打下基础.
因此,即使农村劳动力在向外流动,这部分劳动力仍能通过移动互联网与村内联系,同时也加强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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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民对外的交流.互联网技术这种外部冲击为村民提供了更广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网络,对农村的

受限制信任和一般性信任可能会产生正向影响.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２:互联网技术进步为农村内部的交流提供了技术便利,会使受限制信任和一般性信任加强.

　　二、数据来源及测度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数据库.该数据是两年

一期的跟踪调查数据,旨在通过对个人、社区和家庭三个层面样本的跟踪调查,反映中国的社会变迁、
经济发展、个人状况.该项目的全国性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提供了２５省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
包括机械价值、机械租赁、礼金往来、社会捐助、家庭收入、上网时间、手机话费等详细数据,本文使用

的数据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以及２０１８年调查的农村地区样本数据,个人特征变量按照家庭户号对应成人层

面调查数据.借鉴现有文献,删除异常值、礼金支出小于０、家庭收入为０,未观测数据,回答为不知道

的数据以及匹配不成功的家庭等,最终得到１１８２０个样本,该样本为平衡面板数据.

１．农村信任水平的测度

布劳通过对人们之间交换关系的分析,指出社会交换是基于相互信任的互惠性原则而产生的自

愿性活动,是个体之间与群体之间、社区成员之间亲密依恋关系的基础[２４].亲密社群的团结性以各

分子间你来我往,相互拖欠人情为基础,进而维持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惠,不会随着交换的结束而终结,
亲密社群中无法不互欠人情[１].送礼亦是一种交换,这些礼仪开支加强了社会联系,且在其互动往来

中的相关社会群体也会从中产生感情[２５].现有经济学研究中,学者通常使用礼金作为衡量中国农村

社会网络、熟人信任的指标.章元等将亲友联系分为送礼的数额和礼金的数量两个层面,认为礼金是

亲友之间内部交往与维持人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２６];何军等采用“亲友随礼金额”来表示农户与本

村村民、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亲密度[２７].基于此,本文使用礼金支出(包括实物与现金)来衡量受限

制信任水平.
一般性信任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２８].只有当社会的

“信任半径”不再局限于家族和熟人信任的圈子,而是将陌生人也纳入信任网,才能有更好的经济发

展[２９].社会捐赠是出于爱心,自愿无偿地进行救助的活动,用其衡量一般性信任水平具有合理性.

２．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测度

２００５年起,中央开始对农业机械进行大规模政策补贴,中国农业机械化开始迅猛发展(表１).以

往的研究通常是以“农业机械台数”和“农业机械动力”这两个指标来反映农业机械化水平,曹阳等在

研究影响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因素时,采用农户购买农业机械服务的支出作为替代指标[３０].当前农村

大多仍是传统小规模家庭种植,租赁农业机械设备已被广大农户接受,在农村地区陆续出现农机户和

农机租赁公司.农业机械租赁能合理配置农业机械资源,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资金运营与筹措方式.
农业机械租赁业务可以有效降低农民自购设备的资金压力以及避免其购买不合适的设备而造成的设

备闲置.考虑到指标获得的可行性及现实性,本文使用“家庭拥有机械总价值及机械租赁费用的总

和”来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
表１　全国主要农用机械年末拥有量(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

年份
农业机械总动力/

亿瓦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小型拖拉机/

万台
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万部
联合收获机/

万台

１９９５ ３６１１．８ ６７．２ ８６４．６ ９９．１ ７．５
２０００ ５２５７．４ ９７．５ １２６４．４ １４０．０ ２６．３
２００５ ６８３９．８ １３９．６ １５２６．９ ２２６．２ ４８．０
２０１０ ９２７８．０ ３９２．２ １７８５．８ ６１２．９ ９９．２
２０１５ １１１７２．８ ６０７．３ １７０３．０ ９６２．０ １７３．９
２０１８ １００３７．２ ４２２．０ １８１８．３ ４２２．６ ２０５．９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９)».２０１８年,统计年鉴中的大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拖拉机的分类标准有所变化.其中,大
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拖拉机的分类标准由发动机功率１４．７千瓦改为２２．１千瓦,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口径改为“与５８．８千瓦及

以上拖拉机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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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农村互联网通信水平的测度

网络为身处异地的人交流、互动等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交环境与生活空间,网络媒介被视为继报

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介”[３１].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交往不可或缺.过去人们通过说话、交
易、工作等来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现今,网络通过微信、抖音和微博等媒介平台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虚

拟社会,人们只需要手机和网络,就可以完成社交、获取信息等社会交往,实现人的虚拟环境社会化.
信息流动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用户的认知和使用习惯,改变用户的行为方式,进而为其交往行为

构建出新的交往场景.而移动互联关系网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交往结构,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差序

格局,人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新型差序格局开始初步形成[３２].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使用

“每周用于上网的时间”来衡量互联网通信水平.

４．其他控制变量

据以往研究表明,收入是衡量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收入越高者其社会经济地位也

越高,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越自信,更能够建立对他人的信任[３３].收入太低者不可能产生很强的

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则很难信任他人,尤其是陌生人.个人用于社会交往的投资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

加而增加,高收入人群更有经济实力与亲友保持经常的往来和维持较高的信任关系[３４].因此需要控

制收入效应的影响.
在本地的社会地位代表当地的政治和权势关系,众多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对他人的信

任度也越高.社会地位高的人,因其拥有的权力大而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抵御风险的能力强,
也就越能承担起信任别人所产生的风险.研究技术进步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必须控制社会地位与权势

这一因素.此外,本文也考虑了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在外务工的人走出了农村,进入城市,从封闭

的环境体进入更加开放的环境,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会拥有更广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的人

越易对他人产生信任感,从而拥有更高的信任水平[３４].主要变量的描述与统计见表２.
表２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N＝１１８２０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去年礼金往来总额/元(取对数)
去年社会捐助总额/元(取对数)

７．０５２８
０．６３４２

２．３６６５
１．７２６５

０
０

１１．８４９４
９．９０３５

每周上网时间/小时
每月话费/元(取对数)
机械技术采用/元(取对数)

３．５５９５
３．５４５６
５．８１０１

５．５１４６
０．８９６７
３．４６０２

０
０
０

７２
６．６５２９
１２．７６８５

家庭总收入/元(取对数)
受教育水平
在本地的社会地位
是否有外出工作经历

１０．２２７７
２．２７５１
３．０８１６
０．５６２１

０．９７３３
０．８３９５
０．８０２１
０．４９６１

２．３９７９
１
１
０

１５．５２０３
７
５
１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及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Trusti＝α０＋α１MLi＋α２CTi＋α３IFi＋εi (１)
式(１)中,下标i表示第i家庭,Trusti 代表第i个家庭的信任水平,其中受限制信任水平用去年

礼金往来(包括现金和实物)总额的对数衡量,一般性信任水平用去年社会捐助(包括现金和实物)总
额的对数衡量.MLi 是关键解释变量,表示样本家庭i的机械总价值及机械租赁费用总和的对数.

CTi 代表第i个家庭的互联网技术水平,用上网时间来衡量.IFi 是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收入

水平、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外出务工经历,εi 为随机扰动项.

１．技术进步与一般性信任

使用 Hausman检验分析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假设,因此,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模型估计.表３为技术进步对一般性信任的影响,第(１)列是混合回归结果.第(２)列是未添加

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机械技术采用及每周上网时间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第(３~６)列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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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等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控制变量的选

择对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明显的影响.第(６)列的估计结果支持了假设２,“每周上网时间”对农

村的一般性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通信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农村的一般性信任,且这种正向

影响在统计上显著.“机械技术采用”对农村的一般信任水平有正向促进的作用,表明农业机械技术

进步有助于提高农村的一般性信任.其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农户种植大多为散户,人均占有土地面积

小,在收割时大多采用租赁机械收割,租赁的机械主要来源于设备租赁公司、其他省的农机手以及镇

上拥有机械的农户等.向其他地区的农户租赁机械,增强了与陌生人的交往,从而提高了农村的

一般性信任.考虑到伴随互联网发展,手机话费不仅包括通信费用,还包括上网费用,第(７)列构

造了一组稳定性测试,将关键解释变量“每周上网时间”替换为“每月平均话费的对数”,结果仍支

持假设２.
与预期结果一致的发现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一般性信任,即经济地位高的人对他人具

有更高的信任水平,更易建立起对陌生人的信任;社会地位对一般性信任有着正向的影响,但不具有

统计显著性.社会地位高的人相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占有大量资源会使人更富有

同情心,具有一种更加开放、乐观、更自在的人生态度,从而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３５];有外出打工经历

会显著提高农村内部的一般性信任水平,与已有研究相符.但在第(４)~(７)列模型中,受教育水平对

一般性信任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据以往研究,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信任水平越高,这有待在进一步研究

中加以探讨.
表３　技术进步与一般性信任水平 N＝１１８２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机械技术采用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４)
每周上网时间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５)
每月平均话费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２６２)
家庭总收入 ０．２１６７∗∗∗ ０．０９９９∗∗∗ ０．１００３∗∗∗ ０．０９９７∗∗∗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８９２∗∗∗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２５３)
受教育水平 ０．１４４２∗∗∗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５６２)
在本地的社会地位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２４３)
是否有外出工作经历 －０．０４１９ 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１９∗∗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４２６)
常数项 －２．１６０９∗∗∗ ０．３７９５∗∗∗ －０．６３２５∗∗ －０．５９３１∗∗ －０．７０５２∗∗ －０．６６７０∗∗ －０．８７２８∗∗∗

(０．１９８３) (０．０４２７) (０．２６００) (０．２８４１) (０．２９０２) (０．２９０１) (０．２９０２)
时间效应 控制

R２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７３
Ftest:１．６９∗∗∗ 　　　LMtest:３９３．２３∗∗∗ 　　　Hausmantest:６１．１９∗∗∗

　注:①“机械技术采用”为家庭拥有机械总价值及机械租赁费用的总和取对数;②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③∗∗∗ 、∗∗ 、∗

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２．技术进步与受限制信任

表４第(１)列是混合回归结果.第(２)列为农业机械技术及互联网技术与受限制信任的简单回

归,在加入基本控制变量后,由第(６)列的估计结果可知,机械技术采用仍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

影响农村的受限制信任,证实在假设１中,机械技术采用对受限制信任的正向影响强于机械技术采用

对受限制信任的负向影响,这与丁从明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其研究过程中采用“是否拥有拖拉机”
作为衡量农业机械化程度,结合当前农村现状,农户大多为小规模种植,耕地面积小,自家拥有小型拖

拉机或大型收割机的偏少,大多数农户采用租赁机械作业,本文认为用“是否拥有拖拉机”衡量机械化

水平是片面的.机械技术采用一方面弱化农业种植过程中的劳动协作,传统农村中如农忙期农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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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共同修建水利系统的情景已经渐渐消失,使受限制信任降低;但另一方面机械技术代替了手工

劳作,大大缩短了劳作期,农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社会往来,且在收割时期,村落一般会共同商讨

决定收割时间和农用机械的承租人,增加了农村对集体事务的讨论,使受限制信任上升.从本文的研

究结果来看,这种正向作用强于负向作用.互联网技术对农村的受限制信任依然保持正向作用,但不

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虽然互联网技术为村民之间交流联系提供了便利,但没有增多农户间的人情往

来数额.
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中,除了“社会地位”与“受教育水平”外,其他变量均对农村的受限制信任水

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家庭总收入越高,更有经济实力维持与邻居亲友间的往来,人际

交往中礼金往来的数量越大,而收入低的家庭因在如过节送礼、红白喜事等礼金往来中处于劣势而缺

乏自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社会网络更广,更易建立对他人的信任.
表４　技术进步与受限制信任水平 N＝１１８２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机械技术采用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８７)
每周上网时间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８)
家庭总收入 ０．５７９１∗∗∗ ０．３４３６∗∗∗ ０．３４２１∗∗∗ ０．３４２１∗∗∗ ０．３３１８∗∗∗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３５９)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８１１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５９３)
在本地的社会地位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３４７)
是否有外出工作经历 ０．０６２６ ０．１０５４∗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５６９)
常数项 ０．６８７７∗∗ ６．１７６９∗∗∗ ２．６９７０∗∗∗ ２．５４６７∗∗∗ ２．５３９３∗∗∗ ２．５７９５∗∗∗

(０．２９８９) (０．０５８３) (０．３６３１) (０．３８２２) (０．３９９８) (０．４０１２)
时间效应 控制

R２ ０．０８５７ ０．０６６１ ０．０７９９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８０５
Ftest:１．８８∗∗∗ 　　　 LMtest:５７１．８８∗∗∗ 　　　 Hausmantest:９１．６８∗∗∗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CFPS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农村地区样本数据,讨论了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及互联网技术对农

村内部信任(一般性信任与受限制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缩短了乡村与世界间的

距离,打破传统乡村的封闭性,使得交往的速度和频率不断加快,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同时,本文

发现机械技术会加强农村受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机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农村传统的耕作方式

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户间的协作,但也增加了农户的闲暇时间和村中集体事务的交流机

会,促进了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因此,以机械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以互联

网技术为代表的通信技术进步可能不会导致农村结构的解离,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加强了农村

社会的内部交流与外部联系.
由以上研究结论可见,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社会

信任重建和信任结构转变的新问题,现代技术进步与传统文化传承并不冲突,但如何避免中国农村传

统文化精华被遗弃需要汇聚各方智慧的共同努力.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下出现文化传承的断层、村落

空心化、农村边缘化等现象,“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战略被提上日程.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技术进

步对农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应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鼓励支持

农机租赁服务发展,建立健全机械租赁信息服务网络,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实行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

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随着农业生产环节的全程机械化对农村社会信任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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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原来田间地头的沟通与协作越来越少,情感交流的渠道越来越单一.乡村文化振兴既要正视技

术进步的冲击,又要利用技术进步对文化传承和情感交流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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